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 1930 年代
新文学的学院化

凤     媛

摘    要    作为 1930 年代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主政者，郭绍虞身兼新文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国文教育家等

多重身份。他看到了当时新文学重“文艺”轻“应用”的倾向，借力古典文学等研究背景和国文教育家的教

学实践，为新文学提出了语言资源上文白互补以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等解决思路，为新文学的

学院化之路做了最为根本的夯实基础的工作。在 1930 年代高等教育机构整体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下，新文学

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与其大张旗鼓地为它在学院化体制中张目，不如脚踏实地解决

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式，去开拓新文学学院化的未来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

绍虞的思路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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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 1922 年始周作人就已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主掌“现代中文部”（Department of Modern Chinese），

开设了一些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并由此开启了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进入大学课堂的先河，但是直到

1930 年代中后期，新文学进入大学的学院化之路仍走得颇为艰难。主要表现在新文学课程经常遭到压缩甚

至停开，新文学家进入学院体制后的研究转向，以及一直持续的对作为一种“知识”的新文学进入大学课

堂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争论。

有学者曾对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在 1930 年代的新文学教育的复杂情形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指出

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整体趋向专业化和学术化，学术研究和文化运动，学术和文学之间的分野日渐明显，

这虽然造成了新文学相关课程在当时的大学课堂颇为尴尬的生存处境，但也为新文学的学术化以及作为一

种学科建构的新文学研究激发了新的动力。①那么除了国立大学，1930 年代的基督教大学的新文学教育又

是怎样一番情形？燕京大学既是最先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最早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

 “立案”的基督教大学。较之其他的基督教大学，它的“中国化”之路似乎走得尤其顺畅。在 1930 年代高

等教育界整体学术化的大趋势下，它将如何在学院体制中处理新文学教育的问题？本文拟以主政 1930 年代

燕大国文系的一个重要人物郭绍虞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郭绍虞有着五四新文学的出身背景，同

 

①季剑青：《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 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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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是一位从事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学者，此外他还是一个编纂了大学国文教材、对国文教育颇有研

究的教育家，1930 年代他长期担纲燕大国文系主任一职，对国文系文学教育的整体导向有着重要影响。他

的身上集中了新文学家、古典文学学者、国文教育家和国文系主政者等多重身份意识。通过其相互交缠的

文学、学术、教育实践，可以充分看到他是如何在学院化体制下、在多重身份意识的碰撞中去思考和规划

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的。同时在 1930 年代新文学学院化遭遇普遍困境的背景中，我们也能看到郭绍虞的这

种思路提供了怎样的借鉴意义。

一、“学术化”转向中的 1930 年代燕大国文系

1930 年代以降，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大学师资力量日渐充盈，担任教授的

资格和标准也随之提高，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具备了基本要件；另一方面，由胡适开启的“整理国故”运

动，经顾颉刚、钱玄同、罗根泽等“古史辨派”的发展，在学界渐成气候，1930 年代整个学术界的研究风

气都趋向“考据化”的态势。①除此之外，当时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巩固政权，限制学生的政治活

动，也极力从外部政策上推动大学学术化的研究空气。1929 年 7 月 26 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

法》，提出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②为宗旨，强调了大学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和人才

培养机构的功能。这些内外部因素都造就了 1930−1940 年代整个高等教育界愈加学术化和专业化的转向。

这种风向也同样影响到了基督教大学。1925 年 11 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

法》，要求系统管制西人在华设立的学校，这也是当时“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重要举措。1926 年燕京大学

率先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申请注册，成为最早立案的基督教大学。1929 年燕大再次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

新标准申请立案并获批。这些举措都是燕大从建校之初就确立下的“中国化”目标的一再体现。1920 年代

末 1930 年代初，几乎所有在华基督教大学都先后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立案，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教育部管辖

下的大学。虽然立案后的基督教大学的行政主权仍掌握在教会手中，但它们毕竟和国立大学处在了同等的

评价体系里，这也就意味着国立大学的学术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基督教大学。

和其他基督教大学不同的是，燕大的学术化倾向不仅有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来自哈佛燕京学社

的压力。成立于 1928 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依托霍尔基金托管理事会，联合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借以推动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高层次研究，其中燕大主要承担关于中国学的研究生教育。这样，燕大一方面

可以借助哈燕社充裕的资金为学校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其文史哲学科在很多方面也受制于哈燕社

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的导向。

事实上，从 1920 年代后期开始，燕大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就逐渐向学术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倾斜，到

1920 年代末，对学术专门型人才的培养明确成为国文系的培养目标。查看 1929−1930 年燕京大学国文系的

课程布告，有一则特别声明颇引人瞩目：“本学系以研究高深国学，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研究之门类

如下：甲 纯粹文学 乙 文字语言 丙 学术思想”③。具体到本年度课程，较之 1927−1928 年度增加了“文

学 概 论 ”（ 徐 祖 正 ）、“ 周 秦 诸 子 ”（ 马 鑑 ）、“ 形 义 学 ”（ 郭 绍 虞 ）、“ 经 学 史 ”（ 马 裕 藻 ）、“ 笔 记

分 类 研 究 ”（ 马 鑑 ）、“ 陶 集 研 究 ”（ 郭 绍 虞 ）、“ 语 录 文 研 究 ”（ 黄 子 通 ）、“ 说 文 研 究 ”（ 容 庚 ）、

 “甲骨钟鼎之文字研究”（容庚）④等，师资上增加了马裕藻、钱玄同、许之衡等教师。这三位原都在北

大国文系任教，其中马、钱皆为章门弟子，专擅训诂、音韵等小学研究，他们在燕大开设“经学史”“音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新文学的学院化

 

①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307 页。

②《大学组织法》，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09 页。

③Yenching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Announcement of Courses 1929-1930, Th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314-4807, p. 969.

④Yenching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Announcement of Courses 1929-30, Th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314-4807, pp. 97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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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学”等课程，也说明了国文系希望加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意图。发展到 1935−1936 年，国文系的课程

设置出现了再度的分门别类，在原来基础上将所有课程分为四类：普通课程、学术思想、语言文字学和文

学，“普通课程”相当于通识必修类课程，针对的是学生基本写作能力的训练。撇开“学术思想”和“语

言文字学”等专门研究类课程不谈，“文学”类课程也呈现出愈加细化和专门化的态势，出现了针对不同

文体的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类研究。①

与愈加详尽的古典文学课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益缩减的新文学类课程。1930−1931 年度，周作人

和杨振声两位曾经开设过新文学课程的教师虽然还列在教师名录中，但已不再开课。随后杨振声离开燕

大，1932 年秋季学期开始，周作人也已经完全脱离燕大，转回北大继续任教，新文学类课程只剩下谢婉莹

担任的“当代文学”和“新文学习作”两门。1936−1937 年的课程设置，基本延续了上年思路，唯一一门

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现代文艺思潮”，主要“讲述现代学者对于文艺之理论”，但“教员未定”②，且

本年度不开设。到 1937−1938 年度，课表上出现了“现代文学近之七年文学”一课，授课者为上年度到国

文系担任助教的陈梦家，但同样本年度此课显示“暂停”，并且随着陈梦家此后南下赴西南联大任教再也

未见此课的复开。③此外，同一年度的“新文艺习作”一课，同样也标注本年度不开设。④

和课程变化相伴而生的是 1930 年代燕大国文系师资队伍的变化，即不仅从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文

字学研究的教师数量在增加，而且一些曾经是新文学出身的作家在进入学院体制后，也转向了古典文学方

面的教学和研究，比如沈尹默、俞平伯、郭绍虞等。以创制白话新诗闻名的沈尹默和俞平伯自 1920 年代中

后期进入燕大国文系，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出了如“诗名著选”“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苏诗研

究”“陶诗研究”“中国文学史”“小说”⑤等古典文学类的课程。当然这也并非燕大国文系独有的现

象，包括北大、清华以及基督教大学中的齐鲁大学，都存在这样的例子。追究新文学家们学术转向的个中

原委，当然有大学学科发展日渐精密、专业化程度日益强化、身处其中必须先要“学术立足”的压力，但

更重要的是，正处在动态发展中、充满了“当下性”的新文学，是否具有作为一种“知识”在日渐成熟的

大学体制中进行传播和再生产的价值，在当时的文科教授群体中可能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新文学是

否可以教，又应该如何教，对于那些来自新文学阵营但选择研究转向的学者们来说，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

微妙的难题。如何能够入乎其中又超乎其上，对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提出客观、合理又切实的建议，郭绍

虞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作为新文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国文教育家的郭绍虞

1914 年，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的尚公小学任教的郭绍虞，结识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的沈

雁冰，并结为挚友。又因为经常向北大的《新潮》杂志投稿，遂被顾颉刚吸收入新潮社，并推荐到《晨报

副刊》为其写稿。1919 年秋，郭绍虞来到北京，在北大哲学系旁听课程，并结识了郑振铎、耿济之、瞿秋

白、许地山等人，尤其和郑振铎相交甚笃。1921 年 1 月文学研究会成立，郭绍虞位列第 5 号会员，可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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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如开设了“陶诗研究”“诗经”“乐府”“楚辞”“说文”等课程。

②Th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308-4746，第 288−291 页。

③据《陈梦家评传》载，1937 年 8 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大批北平的学者教授选择南下，陈梦家此时也携家眷南下，其间接到清华大

学的聘书，遂转到长沙、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陈改玲、牟利峰：《陈梦家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37−143 页。

④《燕京大学国文系课程一览（1937−1938）》，北京大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档案号 YJ19370007。

⑤俞平伯自 1925 年进入燕大国文系后，一直开设有“中国文学史”“小说”等课程。“小说”的课程简介中有如下说明：“（1）述小说史

 （2）使学生泛览并作札记而评定商榷之。”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 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27-28, Th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308-4745, p. 235. 同时查这一时期俞平伯和周作人的通信可知，俞平伯曾向周作人借过鲁迅的小说史

讲义进行上课时的参考，其时鲁迅正在北大开设“中国小说史”的课程，由此可推知俞平伯的“小说”一课内容应该是偏于古代小说史方

面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孙玉蓉编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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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会元老级的会员。1922 年 1 月，文学研究会丛书《雪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朱自清、周

作人、俞平伯、叶绍钧、郑振铎等八人创作的新诗，郭绍虞的十六首新诗《期待》《淘汰》《坠落》等亦

在其列。这十六首诗歌都趋近于一种短诗体的格局，三言两语，几笔勾画之间表现出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

场景和片段的感悟或哲思，这是郭绍虞对于当时正处在草创阶段的白话新诗形式探索的一个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郭绍虞在此期也表现出对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兴趣。①1921 年秋，经由胡适推荐，郭绍虞

到福建协和大学文史学系任教，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文字学”等。②1927 年秋，郭绍虞转到

燕京大学任教，开设的仍旧是“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③等古典文学类的课程。

从最初的福建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再到燕京大学，郭绍虞作为大学教师的研究兴趣始

终在古典文学和文字学，这是否意味着进入学院化体制后的郭绍虞已经和新文学领域渐行渐远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1938 年 12 月，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应燕大新文艺研究会的邀请做了题为《我也

谈谈新文艺的功罪》的演讲。他认为“不能很乐观地以为文学革命已经成功”，“在此青黄不接之时，文

言文的训练就可以说有相当的需要”，“注重文言文的训练，即是注重语言文学的另一种使用方法”④。在

郭绍虞看来，新文艺虽然已经具备了“文艺”的价值，但在实际应用方面却相当不足，究其原因，不仅因

为思想的问题，还由于它缺乏一种“文体”，“新文艺的功乃在创立一种新文体，新作风，使有艺术的价

值，使有文学史的地位”⑤。不论是文言文所代表的“国粹”还是西方语法语汇带来的“欧化”，郭绍虞

认为都能对新文艺创造一种新的“文体”大有作用。演讲结尾他借用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的一段话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

面不可。”⑥

可以说，这篇演讲稿已经展现了郭绍虞对于新文艺发展现状的高度关注和集中思考，不仅分析了目下

新文艺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文艺性多于应用性、新文体的缺乏，也为这些问题开出了药方−兼容本土

语言和欧化语言的双重优点。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的这份药方显然有他做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学术

背景，演讲中他屡屡以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经验教训，来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指出任何

一种文学变革都应该文艺性和应用性兼具。

时隔四个月后，郭绍虞在燕大国文系创办的《文学年报》上发表了《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⑦一

文，论文系统阐释了他对“文白”关系以及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路径的看法，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演讲中的核

心思想。对之前提到的欧化问题，他援引了当时正在倡导“语录体”的林语堂的观点，他对林氏否定欧化

语法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他认为“新文艺可以欧化，不应过度欧化”，适当引入西洋语法可以让新文艺显

示出一种“创格”，这也是新文艺的价值所在，但是如果过度使用，则会让新文艺愈加远离“适用”的目

标。对于如何让新文艺实现这一目标，郭绍虞提出在语言上“有一部分可以采用欧化的白话，有一部分必

须仍用土式的白话，而所谓土式的白话中，也正不妨用一些文言的字面”，也就是一定程度上借鉴古典文

学的语言资源。在分析中，郭绍虞充分吸收了他对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心得，比如借鉴了之前他对中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新文学的学院化

 

①郭绍虞在尚公小学任教期间，曾经利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丰富的藏书，自学钻研古典文学，出版了如《清诗评注读本》（1915）、《战国

策详注》（1916）等著作，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671 页。

②郭绍虞：《我是怎样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照隅室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405 页。

③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  Announcement of Courses 1927-28, Th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308-
4745, pp. 233-236.

④《我也谈谈新文艺的功罪 郭绍虞先生讲（上）》，《燕京新闻》1938 年 12 月 9 日，第三版。

⑤《我也谈谈新文艺的功罪 郭绍虞先生讲（中）》，《燕京新闻》1938 年 12 月 16 日，第三版。

⑥《我也谈谈新文艺的功罪 郭绍虞先生讲（四）》，《燕京新闻》1938 年 12 月 30 日，第六版。

⑦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文学年报》1939 年第 5 期。该文也成为郭绍虞主编的大一国文教材之一《近代文编》的代序。

它包括“从文艺的路到应用的路”“欧化问题”“写文方式的新姿态”“欧化句式的利弊问题”“语言文字之特性”“何以会有语录体的

提倡”“中国文学的音乐性”等七个部分，涉及到中国语言文字发展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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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语言文字的音乐性的特点，并认为重视文字的音乐性，就可以防

止过度欧化的倾向。

作为亲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郭绍虞对新文学以及作为新文学载体的白话文的态度显

然是支持的，认为它代表了文学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但作为个中之人，他对新文学尚嫌稚嫩的现状也了然

于心：“正应看出新文艺的病源所在而加以修正；修正，才是今日的进步，才可进入另一阶段。”同时作

为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的专业研究者，他亦能参照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新文艺发展中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思

路：“不妨取循环的方式，走上似乎陈旧的途径，以吸收文言文所以适于应用的优点。”诚如他在论文开

篇阐明的：“我不很愿意纯用感情无条件地排斥旧文学；不仅如此，对于一些摭拾陈、胡、二周在民国

八、九年间所发表的言论奉为正则以轻诋旧文学者，有时反觉其随声附和浅薄得无谓。在文学革命初期的

言论，不妨有矫枉过正之处；迨至文学革命有相当的成功，则不应犹袭陈言，故步自封。”①他通过对古

典文学和文字学的深入研究，反思“五四”新文艺中的“文白之争”和“欧化”等问题，进而意识到这些

旧文学和旧文字可以为新文艺提供有益的资源，态度不偏不倚，语出恳切诚挚，反映出一个学院化建制中

的新文学者深沉的关切和怀抱。

郭绍虞对新文学的这种关切不仅体现在论文著说中，还体现在他投身燕大国文教材的编纂工作中。

19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由郭绍虞主编的两本大学国文教本《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先后出版，这两

本教材也是国文系为全校开设的“大一国文”课提供的教材。之所以投身于此，是“大一国文”课在当时

各所大学皆成问题，“有文学上的问题，如文言白话之争是；有教育上的问题，如大学中学国文教学法之

区别是”②。此时的郭绍虞凸显了他作为国文教育家的身份意识，他希望通过国文教材的编撰，从国文教

育的角度为文白之争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近代文编》的“编例”中称，“本编内容既以现代生活为归，故于技巧训练之外，兼重思想训练。

且所谓技巧训练云者，亦只注重运用语言文字之技能，与《学文示例》之兼重文学欣赏者不同”，这说明

两本教材对学生的“思想”和“技巧”训练的不同侧重。同时他又强调“此两者也只是同一进程中的两阶

段，自有连续关系”③，这即说明语言文字的“技巧”训练正是为了达到对学生文学思维和趣味的培养，

这也是郭绍虞编纂这两本教材的用心所在。

具体到所选篇目，《近代文编》按照不同文体收录了从清同光至 1930 年代的诸多文章，风格以叙、议

为主，文白兼及。以“日记”这类文体为例，收入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谭献的《复堂日记》、王

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梁启超的《从军日记》和鲁迅的《马上日记》等篇目，“日记”开头文言文的简

短说明既勾勒了这一文体自古以来“或谨严或谈谲”“庄谐互陈”“德性才学于是观之”的特点，又突出

了它在近代的新变，“厥体益放”，“沦为报纸之通讯”④的趋势。所选例文从李慈铭、谭献直到梁启

超、鲁迅，呈现出从晚清较为通行的浅近文言到尚在探索中的现代白话文的发展轨迹，到鲁迅处又能体会

到文言和欧化白话相杂糅的某种妙处。《学文示例》中所选篇目同样注意“文白互收”“韵散兼采”⑤。

以“评改例”为例，其中的“摘谬”部分选择了清初叶燮对汪琬文章进行批评的《汪文摘谬》片段、《中

学生杂志》的“文章病院”栏目所收病文修改两篇，以及宋代曾慥辑的《乐府雅词》中的三首词，文体涉

及古体诗文和白话文章，摘谬处从篇章逻辑到遣词造句均细致入微，堪为学习作文的典范。

这两本教材的编纂反映了郭绍虞一以贯之的如何处理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的问题意识。在他看来，白

话文和文言文各具“文艺”和“应用”的特质，在当时社会各有地位，因此大学国文教材中文言和白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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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文学年报》1939 年第 5 期。

②郭绍虞：《作文摘谬实例序》，《文学年报》1941 年第 7 期。

③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及其他旨趣》，《文学年报》1939 年第 5 期。

④《近代文编·序目》，燕京大学编，1939 年，第 1 页。

⑤《学文示例·编例》，上海：开明书店，1941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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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体都不可偏废，要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同时，郭绍虞对于文言文篇目的选取也是颇费思量，时任金

陵女子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陈觉玄就曾针对 1942 年 10 月教育部颁定的《大学国文选目》过于“复古”

的倾向，提出郭的教材虽然没有全用语体文，但部分参用了“和语体文接近的近代文”，充分肯定了郭的

教材是“较为合宜的”①。不选择偏于古雅的先秦两汉文章，而选择清以来的晚近文章，郭绍虞此法显然

是为了更好地打通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壁垒，更有利于两种语体间的融合。

其实早在 1935 年，郭绍虞在回应当时知识界热议的“大众语”问题时，就提出“未尝不可改造土货，

善于运用本土原有的语言”②。几年后，郭绍虞进一步提出“于文言取其音节，于白话取其气势，而音节

也正所以为气势之助”③等文白互补的具体方案。而且郭绍虞能看到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互补的关系，并非

新文艺发展的唯一选择，“将来的白话文可以使之偏于欧化，也可以使之纯粹应用口头之活语言，同时，

也可以如我们所说，参用文言文的长处，使之既不欧化，也不纯与口语相合”。④可见，文白互补的语言

观并不影响他对新文艺发展的多元趋向和可能的期待，倒可以成为他对新文艺进行语言锤炼的多种途径

之一。

尽管处在学院中的郭绍虞是以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作为职业追求，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新文艺和新文

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的关注，相反学术研究的背景恰好为他反思新文学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思

路。同时作为国文教育家，他投身国文教材的编纂，提出文白互补的解决思路，直接目的似乎是为了学生

写作能力的提升，但放诸广远来看，则体现了一位心系新文学的国文教育家的关怀，即通过对学生文言和

白话两种语体的训练，达到语言能力和写作水平的培养，为日后白话文创作的成熟提供必要的基础。

三、“驱郑风波”背后的两种新文学学院化思路

1930 年代初，刚接任系主任的郭绍虞先后邀请朱自清、郑振铎到校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文学批

评”“文学比较史”等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即希望在 30 年代国文系日渐学院化

的体制中为新文学课程的发展留存一些空间。⑤

彼时朱自清尚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系主任一职，在燕大兼课时间并不多，倒是郑振铎从 1931 年夏开始

在燕大担任国文系教授，直到 1935 年 1 月被迫离职，个中原因颇耐人寻味。查 1932−1935 年燕大国文系

的课程布告，我们发现郑振铎这三年所担任的课程包括“文学批评”“文学比较史”“明代小说”“元明

杂剧”等，⑥年课程量平均多达 9 门之多。⑦除了开课，他还参与了国文系的学生团体国文学会的活动，

包括担任国文学会自编刊物《文学年报》的“研究股顾问”，拟定杂志的研究计划⑧等。可见，他在刚来

燕大时还是非常投入地参与国文系的工作。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年之后的“驱郑风波”呢？

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时，认为郑的被迫离开反映了坚持“五四”立场的文化人和 30 年代初燕京大

学学院化体制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他和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之间产生不合，是因为郑认为郭作为一个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新文学的学院化

 

①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国文月刊》1943 年第 24 期。

②郭绍虞：《郭伯恭〈饥饿诗集〉序》，《照隅室杂著》，第 446 页。

③郭绍虞：《语文通论·自序》，上海：开明书店，1941 年，第 3 页。

④郭绍虞：《语文通论·自序》，第 4 页。

⑤事实上，郭绍虞的这种努力早在 1923 年他于福建协和大学文史学系担任系主任时就已经初露端倪，其时他曾经邀请过好友叶圣陶来协和大

学开设过新文学课程，但叶因水土不服，半年之后就辞职回到了上海。见商金林：《叶圣陶》，民进中央会史工作领导小组，2004 年，第

28 页。

⑥除了“文学批评”“文学比较史”这类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外，郑振铎还开设了一系列如“明代小说”“元明杂剧”等古典文学课程。这

一时期郑振铎还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册，这些都说明郑振铎同样需要以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大学立足。

⑦Yenching University Bulliten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1932-1933, Th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314-
4809, pp. 150-154. Yenching University Bulliten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1934-1935, Th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314-4809, pp. 226-230.

⑧《燕大国文学会昨晚联欢会》，《燕京报》，1932 年 10 月 4 日。该条消息中载“郑振铎先生报告文学年报计划”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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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起家的人在大学课堂上不应该表现出“复古”倾向。①郑振铎所说的“复古”倾向，指的是郭绍

虞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②，这也确实是郭任系主任时期对学生提出的一个要

求。③从表面上看，这种让学生背诵和拟作诗词的做法确实和创造新文艺的诉求格格不入，但这也并非郭

绍虞一人的要求。1930 年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开设“陶诗”“诗选”等课程时，同样要求学生一一

背诵。④朱自清曾表示，因为学生对这些诗都不太熟悉，故而“当先将本文弄清楚，再弄批评”⑤，

显然朱自清是希望在熟读背诵文本的基础上再进行学术研究。那么对于郭绍虞而言，这种背诵拟作法有何

深意呢？

1940 年代初，郭绍虞在讨论国文教学方法时曾表示，“熟读精诵的方法，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玄之

又玄，使人无可以入手之处，故实行为难”；同时又说，“古人为文，归趣一致，所以可以模拟，同时也

需要熟读精诵。现在则语体文兴，面目迥异，无用取则往古”⑥。可见，郭绍虞对这种“熟读精诵”的态

度绝非冬烘眼光，而是秉持着一种客观辩证的立场，认为它有它适应的对象，即文言文而非白话文，白话

文学自有它的一套学习方法和模式。之所以要通过诵读拟作学习文言文，在他看来，正是为了提高学生基

本的写作能力，因为它可以帮助矫正现行白话文之弊：“我们之顾及文言，正与迷恋骸骨者不同，不以文

言为美文，而以文言为时下的应用文。……我们更相信为要矫正白话文之过度欧化，不使成为洋八股，不

使与民众生隔阂，则熟习一些中土旧有之语言文字的惯例，也不能谓为无意义的训练。”⑦也就是说，这

种训练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白话文体和新文学能够达致一种最佳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郭绍虞的这番

良苦用心不可谓不深，历来重视新文学教育的郑振铎对他如此行事的不解也在情理之中。

同时，作为系主任，郭绍虞的这种重视学生基本写作能力的意识，也影响了燕大国文系 1930 年代整体

的发展导向。1938 年 3 月 30 日，《燕京新闻校友特刊》出版，其中对“国文系”的介绍中有云：“国文

学系的研究对象乃是‘国学’和‘文学’两大范围，‘国学’偏重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和学术思想源流

演变之类的探讨研究；‘文学’偏重观察人生、批评社会，创造文艺，分析作家之类的训练修养。二者虽

然像是判然两途，但同样需要广博的学识，与沉潜的思考。”⑧从其对“文学”“观察人生、批评社会”

等功能的强调，可以推断这显然是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的文学创作。

事实上，早在 1928 年杨振声主政清华大学国文系时，就提出中国文学系的目的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

代的新文学”⑨，在杨振声、朱自清等的推动下，当时清华校园新文学创作之风日甚，甚至有国文系学生

以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创作来代替毕业论文的情况。⑩1930 年代初，胡适开始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和国文

系主任。1931 年 12 月 30 日，他在为北大国文系学生的演讲中提出，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多半偏于考

据，“对于新文学殊少研究”。他认为，“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

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是要紧，而鉴赏与批评也是不可偏废的”⑪。当年北大国文系就增设了

 “新文艺试作”这门课，“拟请新文艺作家负责指导，凡从事于试作者，庶能引起练习之兴趣，并得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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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季剑青：《1935 年郑振铎离开燕京大学史实考述》，《文艺争鸣》2015 年第 1 期。

②朱自清在 1934 年 6 月 9 日的日记中记：“上午访振铎，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

朱自清：《日记·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朱自清全集》第 9 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98 页。

③郭绍虞在他担任系主任时期，要求学生在读关于赋、诗、词、曲和散文的课程时都要随班创作。参见《燕京大学史稿》，燕京大学校史校

友编委会编写，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 年，第 74 页。

④吴组缃曾回忆说，当年选朱自清的“诗选”课，“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我们得一首首背诵，上了

班不时要默写”。参见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73 页。

⑤朱自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朱自清全集》第 9 卷，第 254 页。

⑥郭绍虞：《作文摘谬实例序− 一个国文教学法中的新问题》，《文学年报》1941 年第 7 期。

⑦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编纂之经过与其它旨趣》，《文学年报》1939 年第 5 期。

⑧《文学院本年概况》，《燕京新闻·校友特刊》1938 年 3 月 30 日。

⑨《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 民国十八至十九年度》，第 1 页。

⑩季剑青：《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 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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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①，可见“创造”新文学也是胡适 1930 年代改革北大国文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但是鼓励学生只是一种导向，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让学生进行新文学的创作，毕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

过程。杨振声在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目标时，就认为要创造新文学，就需要学习外国新

文学的“表现艺术”，“结构技能的精巧，批评艺术的理论，最少也应当研究研究，与我们自己的东西比

较一下。研究比较后，我们可以舍长取短，增进我们创造自己的文学的工具”②。因此在当时清华国文系

除了“中国新文学研究”“高级作文”等课，还开设了“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专集研究”“当代比

较小说”等课。杨振声显然意识到目前的新文学尚处在较为稚嫩的阶段，必须借助西方文学的批评方法和

创作技巧加以提升。

尽管杨振声、胡适一再呼吁在大学国文系为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留下应有的位置，但终究阻挡不了高

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学院化的体制要求。新文学究竟有没有资格和价值进入到学院化的体制中，也成为胡适

等人为之关切的核心问题。1937 年 7 月 4 日，《独立评论》杂志刊出了沈从文致胡适的通信《关于看不懂

 （二）》。沈从文针对一篇署名为“絮如”的中学国文教员的文章《看不懂的新文学》提出，造成这位中

学教员对新文学产生隔膜的重要原因，乃是教育出他们的大学国文系对新文学“实在太疏忽了”，“至于

一个学校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修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

象”，故而他提出大学课程中，“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

的朋友必修课”③。胡适的答复则是:“对于从文先生大学校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

情。……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④。胡适的回复明

显能够感觉到他对于尚不太成熟的新文学在大学学科建制中学术含量不足的顾虑。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再

来看 1938 年燕大国文系提出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造这两大目标，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力图在当时愈加学院化

的体制中为新文学拓展发展空间的意义。

1938 年 9 月，时任燕大国文系主任的陆侃如因参与进步活动被列入日军黑名单，为避难离开燕大，郭

绍虞重担系主任之职。在出席国文学会的迎新会上，郭绍虞发表讲话称，国文系“以前之改进多为消极方

面，此后将注重积极”，并提出“因国文系课程范围甚广，故分为创作、研究、应用三方面，同学当依其

旨趣，而斟酌选课”⑤。相比较此前国文系提出的“国学”和“文学”两大领域之分，郭绍虞这里所说的

 “创作”“研究”和“应用”显然更具现实针对性。一个月之后，郭绍虞再次具体阐明了国文系的“新计

划”，“云将自二年级起，依该系学生将来发展之志愿，定其所应习之课程。如志在研究国学，则指示其

学术探讨之途径；如志在充中学教师或欲养成翩翩书记之才者，皆将分别加以指导”，郭绍虞称此种做

法，“一方面可拓展毕业生之出路，同时国文系性质与任务之特点亦易显著”，这显然是对他此前所提的

国文系学生要重视“研究”和“应用”两种旨趣的解释。之后郭又称，对于一年级的国文课，可以一小时

教授国学常识，即国故概要之类的内容，其余的四小时可作为学生写作练习之用，并“与新课本内每周规

定之教材，又取得若干之联络，使课内讲授，课外参考，均与训练写作能力发生关系”。⑥

郭绍虞在此处没有重申此前倡导的“创作”之途，转而谈一年级的国文课，并将“作文”能力的提升

和“国故”研究并列为国文系的目标，看似令人费解，但如果联系到他这一时期正着手大一国文教材的改

革事宜，这种改变就非常合乎逻辑了。如前所述，郭绍虞之所以投身大一国文教材的建设，实源于他对新

文学发展现状的焦虑。而在当时颇具实用功能的文言文恰好可以给新文学提供可资借鉴的语言资源，学生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新文学的学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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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和训练，可以提高他们语言运用的能力和写作水平，同时也可以为新文学提供一种更

加成熟和完善的语言形态。1938−1939 年，郭绍虞在国文系又发起了“文章病院”的活动，他和几位助教

搜集了国文系大一大二所有的关于习作类的试卷，“将原作与改正之处，用蓝红两种墨水，分别记录在卡

片上面，登录之后再加分类，分类之后再加整理”①，并编制成了《作文摘谬实例》一书供国文系的同学

学习，这些都足以看出他希望通过实际的写作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

无独有偶，曾力主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杨振声 1940 年代任教于西南联大国文系，同样担负起了主

持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读本》的编撰工作。在编撰序言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大一国文的目的，不应单

是帮助学生读古书，更重要的是养成他们中每个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要“使学生以确切的语言接受

知识，更以确切的语言表现出来”，并称这种“确切”正是“科学文字的标准与美的文学的基础”。从入

选的作品中，杨振声看到了“修辞立识的门径”和“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②。杨振声认为使用“确切”

的语言文字是创造新文艺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大一国文课恰好可以为学生提供反复操练进而掌握这种确切

的语言文字的机会。

所以，郭绍虞强调对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正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新文学作为一种

 “知识”和“学科”在进入学院化体制中，时机似乎尚不成熟。新文艺运动以及由此生发的白话文学并没

有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不足以适用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唯有通过基本的写作训练，提高学生

的语言文字能力，进而让青年学生参与到白话文学的创制中，逐渐形成一种足够成熟的白话文创作的范

式，才有可能让白话文和以其为载体的新文艺具备一种作为“知识”和“学科”的标准。

余 论

细想起来，郭绍虞这种“曲线救国”的思路倒是和胡适在新文艺运动之初倡导的“国语的文学，文学

的国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适针对当时知识界有无标准的国语、如何做“国语的文学”的讨论，提出

 “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

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

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

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

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③。不论是胡适强调用创作实践推动标准国语的形成，还是郭绍虞主张提

升学生使用文白语体进行写作的能力，他们都非常重视新文学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即一种成熟的语言工

具的塑成，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新文学才能逐步获得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经得起

研究的“知识”。

由此可见，虽然同为“五四”起家的新文学家，郑振铎在学院化体制中走的是一条不遗余力地为新文

学吁请奔走之路。作为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郑振铎把大学校园当作了未来新文学力量的培育场，他任教燕

大、清华期间，对青年学子们从事新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提携有目共睹。④相较而言，郭绍虞对于新文学进

入大学课堂的态度则显得分外谨慎，他清醒地看到了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并努力采取一种夯实基础的方

式为新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这种方式看似缓进，但实则为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做了最为根本的工

作。特别是在 1930 年代高等教育机构整体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下，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尚未得

到普遍认可，新文学是否可以教以及应该如何教的问题，仍是众说纷纭，与其大张旗鼓地为它在学院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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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张目，不如认清局面，脚踏实地地正视并解决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式，去开拓新

文学学院化的未来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绍虞的思路和实践具有了一种重要的参照意义和

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基督教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研究（1911—1937）”

 （14CZW05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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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Shaoyu in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ew Literature in the 1930 s

FENG Yuan

Abstract:  As the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1930s, Guo

Shaoyu was also a New Literature writer, a researcher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Chinese educationist. With

the  help  of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he  had  put  forward  som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New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nd  had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ew  Litera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coming

more specialized in the 1930s, the value of New Literature as a kind of “knowledge” has not been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t’ s  bett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New  Literature  in  a  down-to-earth  way  and  open  up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pace of it.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Guo Shaoyu’s thoughts and practic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Key words:  Guo Shaoyu,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Literature, institutionalization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新文学的学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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